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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孟子》《大学》与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

———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分析

毛 朝 晖

　 　 摘　 要：阳明心学以“成圣”为出发点，以“圣即理”为根本前提，由“心即理”和“致良知”两个命题建立其义理

结构。 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阳明早年的成圣之学由朱子入手，其悟后的义理结构与《孟子》契合。 但是，阳明晚年对

孟子、朱子都有批判，他认为朱子《大学》改本偏离了孔子的成圣之学，孟子的“集义”功夫论有二元论的嫌疑。 为

此，他认为有必要批判朱子的《大学章句》，并修正孟子的功夫论，这促成了其晚年恢复《大学》古本的举动及其对

《大学》的新诠释。 简括言之，阳明心学的建构是由朱子《大学》改本的扬弃而契入《孟子》，再由《孟子》的修正而上

溯到《大学》古本，并最终以此作为其经学的奠基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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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学界大致存在三种

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王阳明与陆象山一样，其思

想主要本于《孟子》。 牟宗三认为《论语》 《孟子》
《中庸》《大学》《易传》是儒家哲学最根本的五种经

典。 程朱一系的主要经学奠基是《大学》，陆王一系

的主要经学奠基是《论语》 《孟子》。 《论语》讲仁，
《孟子》讲心性，都是侧重从主体方面讲道德的可能

性。 其中，《孟子》以心说性，主张本心就是理，尤其

凸显了儒家道德形而上学重主体性的一面［１］ 。 正

是基于这一思路，牟氏主张“王学是孟子学” ［２］ 。
蔡仁厚也认为王阳明的“心外无理”与陆象山的“心
即理”都肯定理不在心外，而是心的朗现，这是由孟

子所确定的内圣之学的宏规，因此，从儒家内圣之学

的脉络来讲，陆王“确然是孟子之嫡系” ［３］ 。 第二

种看法则认为阳明心学的经学基础是《大学》。 冯

友兰指出，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对《大学》做了一个

通盘的新解释，以此作为其哲学体系在经典上的理

论根据［４］ 。 陈来认为陆王心学的经学奠基其实并

不一致，与陆九渊以《孟子》为基本思想资源不同，
整个阳明学的概念和结构都与《大学》有更为密切

的关联［５］ 。 马晓英进而指出，王阳明不但以 《大

学》作为其思想起点，而且正是通过《大学》的诠释

建立起其以“良知”为本体、以“致良知”为功夫、以
“心理合一”“知行合一”和“本体工夫合一”为取向

的思想体系［６］ 。 此外，还存在第三种看法，认为阳

明心学的“致良知”学说是对《孟子》“良知”概念和

《大学》 “致知” 概念的综合 （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即对《孟子》和《大学》的综合［７］ 。 显然，这种

看法是对前述两种看法的一种折中。
以上三种看法存在显著的不一致。 那么，究竟

哪一部儒家经典才是阳明心学的根基所在呢？ 这实

为阳明学中一个根本性的争议，对于理解王阳明的

经学思想和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 本文的旨趣即在从发生学的视角分析阳明心

学的经学奠基及其演变过程。 本文聚焦以下两个问

题 ：第一，《孟子》《大学》在阳明心学的建构中分别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１０－２８
　 　 ∗基金项目：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中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哲学系（珠海）”项目（２０２１ｑｎｔｄ５８）。
　 　 作者简介：毛朝晖，男，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特聘研究员（福建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７０１



发挥怎样的作用？ 第二，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究竟

是《孟子》还是《大学》？ 带着这两个问题，本文主体

部分论析《孟子》《大学》在阳明心学建构中的作用。
结论部分综合这两节的分析，尝试确定阳明心学的

经学奠基。

一、《孟子》在阳明心学建构中的作用

阳明学有一重要的为学旨趣，即立志做圣人。
《阳明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宪宗成化十八

年壬寅（１４８２ 年）条载：“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

事？ 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 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

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８］１３４６这是《年谱》中
首次提出“成圣”问题。 这一年王阳明十一岁。 阳

明幼年的这番话，正如孔子所谓“吾十有五而志于

学”一样，乃是标志着他初步确立了为学的方向，或
者说，一个在其生命中凸显的问题意识。 此后，成圣

的为学旨趣在《年谱》中反复提出。 孝宗弘治二年

己酉（１４８９ 年）条载：“是年先生始慕圣学。 先生以

诸夫人归，舟至广信，谒娄一斋谅，语宋儒格物之学，
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 ［８］１３４８其后，阳
明曾出入兵法、养生之学。 弘治十一年戊午（１４９８
年），他重又转回朱子学。 “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

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

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
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与吾心

终若判而为二也。 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

分。 偶 闻 道 士 谈 养 生， 遂 有 遗 世 入 山 之

意。” ［８］１３４９－１３５０弘治十八年乙丑（１５０５ 年），“是年

先生门人始进。 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

之学。 先 生 首 倡 言 之， 使 人 先 立 必 为 圣 人 之

志” ［８］１３５２。 直到嘉靖五年丙戌（１５２６ 年），即阳明

去世之前两年，寄安福诸同志书曰：“若今日所讲良

知之说，乃真是圣学的传，但从此学圣人，却无不至

者。” ［８］１４３９可见，成圣实为《年谱》中贯穿始终的主

题，也可说是“贯穿阳明一生的一个核心问题” ［９］ 。
在宋明理学中，成圣原是一种普遍的追求。 阳

明心学的重要突破在于其对于此一宋明理学核心问

题建构了独树一帜的系统解答。 此一问题可以细分

为以下三个关键问题：第一，何谓“圣人”？ 第二，成
圣何以可能？ 第三，如何成为圣人？

依照当时居于正统地位的朱子学的看法，“圣

人”即是尽“理”之人。 朱子说：“圣人与理为一，是
恰好。” ［１０］１４５又，“苏子由云‘学圣人不如学道’。
不知道便是无躯壳的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的道。
如何将做两个物事看。” ［１０］３１１７这即是说，“圣人”实
即“理”的人格化与具体化。 成圣之所以可能，是因

为理具有内在性与普遍性。 一方面，朱子认为理内

在于人心，心“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 ［１１］３。
这即是说，理是先天内在于人心中。 另一方面，朱子

继承程子“理一分殊”的观念①，认为“天地之间，人
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分未尝不殊也。 以其理一，故
推己可以及人。 以其分殊，故立爱必自亲始” ［１２］ 。
从理的内在性一面看，理是人人天赋所固有，因此人

人都具有明理的资质；从理的普遍性一面看，尽管理

是“分殊”的，但同时“其理本一”，只要能够推广吾

人内心固有之理，则在理论上，人人都能够掌握“理
一”。 因此，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由此，朱子提出敬义夹持的成圣修养功夫论。
这是因为，理虽然具有内在性，吾心之理与“分殊”
之理固同归于“理一”，但“分殊”之理毕竟外在于吾

心。 陈来对此有很好的阐释：“理一是指各个不同

的分理贯穿着一个普遍的原理。 因之，所谓万物一

理，不是指万物具体规律的直接同一，而是说在归根

结底的层次上它们都是同一普遍规律的表现。” ［１３］

由于万物的具体规律与吾心所具的普遍规律并非直

接同一，因此，穷理功夫便不只是内心之自觉，而是

也必须通过外物的具体规律向普遍规律进行推扩，
这便是主敬涵养和即物穷理两种功夫，即对于内心

所具普遍规律的反省与外物具体规律的察识。 为

此，朱子提出：“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进学之

功，二者交相发，则知日益明，守日益固。” ［１４］又说：
“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
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
譬之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

止。” ［１０］１５０

阳明的成圣功夫也由朱子学入手。 阳明接受了

朱子成圣之学的前提，也认为“圣人”即“理”的人格

化与具体化。 他说：“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

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

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 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

足色方是精。 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

分两有轻重。” ［１５］３１这与朱子一样，也主张“圣人”
的标准是与“天理”一致。 只不过，阳明认为“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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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力之偏长、大小无关②。
但是，阳明反对程朱学派吾心之理与“分殊”之

理的二分。 武宗正德三年戊辰（１５０８ 年），阳明贬谪

龙场， “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

洒……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

误也” ［８］１３５４。 结合上述阳明早年从事朱子学的经

历，则其所谓“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显然是针

对朱子即物穷理的功夫论而发，言外之意是说只能

向内求理于心。 这实质上已经隐含“心即理”的命

题。 不过，这一命题的正式提出则首见于 《传习

录》。 正德七年壬申（１５１２ 年），阳明升南京太仆寺

少卿，与徐爱同舟南下省亲，在舟中二人有一段

问答：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

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 天下又有心外之

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

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

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

所能悟？ 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

父上求个孝的理？ 事君，不成去君求个忠的理？
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
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 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

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 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
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

便是信与仁。 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

便是。” ［１５］２－３

在这里，阳明正式提出“心即理”的命题。 这段

话值得特别注意，因为他实际上已经涵盖阳明心学

的两个主要命题：从本体论的角度，这段话提出“心
即理”，否定存在所谓“心外之理”。 从功夫论的角

度，这段话提出“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
反对“向外求理”。 “心即理”的命题回答了成圣何

以可能的问题，“致良知”的命题则是为了解决如何

成圣的问题。 成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心即理”；
人之所以没有成圣，是因为有私欲。 只有“在此心

去人欲、存天理”，才能恢复心之本体；“在此心去人

欲、存天理”功夫就是“致良知”。 由此，阳明得出结

论：“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

圣人。” ［１５］３２

应当指出，此处阳明与孟子的成圣之学具有同

样的义理结构。 “心即理” “心外无理”的说法虽然

由陆象山、王阳明提出③，但其思想渊源实出于孟

子。 《孟子·告子上》：“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谓理

也，义也。 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可知，凡人

与圣人心同理同，只不过圣人能先觉悟此心此理罢

了。 孟子喜欢用“四端之心”来指示心所同然之理，
其所谓“四端”是指仁义礼智，这便是心所同然之理

的具体内涵。 《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非由外

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这即是说，理不在

外，而是内在于人心。 用孟子的话说，这些都是出于

人的“本心”。 基于理的内在、先验性格，孟子提出

他的功夫论。 《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

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公孙丑上》：“凡有四

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这就是说，心所同然之理完全出于心的自觉之“思”
及其相应的扩充。 阳明所谓“心外无理”实即孟子

“非由外铄”之意，“四端”的比喻也寓有阳明所谓

“心之本体”的先验性与内在性。 阳明所谓“致良

知”的功夫强调先验道德理性的后天自觉，也与孟

子“思则得之” “扩而充之”的“集义”功夫若合符

节。 由上可知，阳明在何谓圣人、何以能够成圣、如
何成圣三个问题上，完全吻合孟子成圣之学的理路。

据《传习录》卷上陆澄录（１５１４ 年）来看，阳明

正是用《孟子》来印证自己的觉悟的。 首先，阳明自

认其“心外无理”的本体论与《孟子》的经义吻合。
他说：“心之本体，原自不动。 心之本体即是性，性
即是理。” ［１５］２８阳明认为，“心之本体”是恒常不变

的，超越于经验世界的流变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心
的本体即是性，即是理。 这个说法源于孟子的“本
心”说。 孟子所说的“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体，
就其发用而言则为“四端”，在本体的层次不存在圣

贤与凡夫的区别，区别只在于《孟子·告子上》所言

的凡夫“失其本心”而圣贤“能勿丧耳”。 其次，在上

述的这段引文中，我们看到阳明的功夫论也与《孟
子》吻合。 在孟子那里，“良知”是人性的先验禀赋。
《孟子·尽心上》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

也。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

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亲亲，仁也。
敬长，义也。 无他，达之天下也。”既然在本体层次

没有圣凡之别，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涵养、扩充

此一良知良能，这就是“集义”功夫，这才是“成圣”
的关键。 阳明继承孟子“集义”的功夫论。 他说：
“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 ［１５］２８又说：“孟子言‘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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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 义者，
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 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
‘集义’亦只是致良知。” ［１５］８２他明确指出孟子功夫

论的要领在于“集义”，而且明言他自己所说的“致
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集义”。

二、《大学》在阳明心学建构中的作用

尽管深受《孟子》的影响，但阳明并没有撰写诠

释《孟子》的经学著作。 阳明一生只撰写过三种解

经著作。 最早的一本是《五经臆说》 （１５０８ 年），当
时阳明被贬龙场，“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

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朞有七月而

《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 盖不必尽合于先

贤，聊写其胸臆之见，因以娱情养性焉耳” ［１５］９６６。
阳明在龙场悟得“良知”后，曾于经典中寻求印证，
这便是钱德洪所谓“证诸《五经》” ［１５］１０７５，《五经臆

说》便是这时的产物。 《五经臆说》原有 ４６ 卷，后来

被阳明自焚其稿，现只保存 １３ 条。 很遗憾，其中有

关《孟子》的论述皆已佚失。
上文业已阐明，阳明成圣之学的义理结构与孟

子吻合，并通过《孟子》获得印证。 然而，另外两种

经学著作却都是对《大学》的诠释。 一种是《古本大

学注》（１５１８ 年），亦称《古本大学傍释》 （以下略称

《傍释》）；另一种是《大学问》（１５２７ 年）。 这上距龙

场悟道（１５０８ 年）及上引《传习录》与孟子的印证

（１５１２ 年，１５１４ 年）已经过去十余年，下距王阳明逝

世（１５２９ 年）不到两年。 可以看出，阳明晚年致力于

《大学》的诠释，特别是“古本大学”的弘扬尤足以代

表其晚年思想。
所谓“古本大学”，是相对于宋元以来居于思想

界权威地位的朱子《大学章句》而言。 其中，《傍释》
为《古本大学》的随文简注，《大学问》则是与此注本

相辅而行的几则问答。 王门高弟钱德洪说：“《大学

问》者，师门之教典也。” ［１５］１０７１这透露《大学》是阳

明晚年讲学的根本经典，足见其在阳明学发生过程

中的重要地位。 假如上文的分析不误，那么，我们有

理由认为阳明心学晚年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变。 这一

转变，从经学的观点看，就鲜明地体现为从《孟子》
到《大学》的转变。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将这一转向

的探讨浓缩为以下两个疑问：第一，阳明心学既与

《孟子》相契，为何晚年却偏要一再诠释《大学》而不

是《孟子》呢？ 第二，阳明为何自焚了早年的《五经

臆说》而晚年却要特地去诠释《大学》呢？
让我们先解答第一个疑问。
就其整体而言，阳明心学的义理结构固与《孟

子》吻合，但就修养功夫而言则更有取于《大学》。
阳明认为：

　 　 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

说助长之害。 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

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

如此。 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

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

弊乎？ 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助于

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
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
万世无弊者也。［１５］９４－９５

在阳明看来，孟子“集义”的修养功夫论是针对

告子的“因病立方”之说。 告子主张“义外”，孟子针

对其说，提出仁义的根源内在于人心，即，人心内具

先验的道德理性，不待外求。 因此，道德修养功夫便

在于提撕此先验道德理性，亦即“集义所生”，而非

“义袭而取”。 然而，尽管阳明很赞赏孟子提出的

“集义”功夫，但“集义”二字并未明确说明“义”的

根据，这正是引发孟、告义内与义外之争的根源。 朱

子对“集义”的诠释也没能化解这一争议。 一方面，
朱子说： “集义， 犹言积善， 盖欲事事皆合于义

也……然则义岂在外哉？ 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内

义外，而不复以义为事，则必不能集义以生浩然之气

矣。 上文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即外义之意，详见《告
子上》篇。” ［１１］２３２这显然也承认“义”在心内。 但另

一方面， 朱子又说： “涵养须用敬， 处事须是集

义。” ［１０］２１６这明显仍是以主敬涵养和即物穷理并进

的功夫进路，平行看待“用敬”与“集义”。 如此一

来，“义”就不全在心内，也不能认为单靠“集义”功
夫就已经足够。 这实际上是激化了孟子“集义”功

夫论的内在紧张，问题就出在“集义”这个概念自身

的模糊性。
另外，孟子在“集义”之外又提出“养气”说，也

容易引起功夫二元论的疑惑。 孟子在言“志” （或
“心”）的同时也不废言“气”，就是在强调先验道德

理性的同时也兼言后天的身体血气。 他提出“持其

志无暴其气”。 所谓“持其志”，即是“集义”功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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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无暴其气”，即是“养气”功夫。 关于二者的关

系，孟子提出了两个不一致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夫
志，气之帅也”，另一种说法是“持其志，无暴其气”。
根据前一种说法，“志”与“气”是主从或主次关系；
根据后一种说法，“志”与“气”是并列或平行关系。
《孟子·公孙丑上》载，孟子学生公孙丑看到了这种

不一致，向孟子提出质疑：“既曰‘志至焉，气次焉’，
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孟子回答说：“志
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这实际上是肯定了第二

种说法，却并没有化解上述功夫二元论的嫌疑。 阳

明重提这一疑义，认为：“‘志之所至，气亦至焉’之

谓，非极至、次贰之谓。 ‘持其志’，则养气在其中；
‘无暴其气’，则亦持其志矣。 孟子救告子之偏，故
如此夹持说。” ［１５］２５阳明认为孟子的第一种说法不

能理解为主从或主次关系，第二种说法也只是补偏

救弊的权宜之说。 因为，无论是主次的说法还是夹

持的说法，其实都共享了一种二元论的预设。
基于上述理由，阳明认为孟子“说得大段，不若

《大学》格、致、诚、正之功”。 很明显，阳明认为功夫

论应以《大学》为本。 与《孟子》相比，阳明认为《大
学》表现出更明确的一元论立场。 在功夫论上，阳
明认为所有功夫，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尽其心之本

体”。 《大学》的“三纲”都是这个功夫论的细化，他
说：“明德、亲民无他，惟在止于至善，尽其心之本

体，谓之止至善。” ［１６］６７１同样，“八目”功夫也不外

是“尽其心之本体”。 他指出：“盖身、心、意、知、物
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

是一物。 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
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 ［１５］１０６９在“八目”
中，“诚意”实居于根本地位。 他说：“《大学》之要，
诚意而已矣。 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 诚意之极，止
至善 而 已 矣。 正 心， 复 其 体 也； 修 身， 著 其 用

也。” ［１６］６７０前面说过，《大学》功夫就是要“尽其心

之本体”，但阳明认为“至善”是心的本体，本体上不

能用功，功夫必须从其发用处即“意”上着手，因此

“工夫到诚意始有着落处” ［１５］１３５。 这说明，一切修

养功夫都不外乎“诚意”，而“诚意”又不外是良知本

体的后天自觉，也就是“致良知”。 质言之，阳明的

《大学》诠释实际上是用《大学》来批判《孟子》，从
而完成对孟子功夫论的修正。

现在，让我们解答第二个疑问。
阳明毕生学术的归趣是成圣。 前文已经指出，

阳明在成圣的功夫论上更重视《大学》。 实则在阳

明之前，程朱早已重视《大学》。 程子说：“《大学》，
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１１］３朱子更是极

力表彰《大学》。 他说：“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
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 学者必由是而学

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１１］３ 又说： “圣人作今 《大

学》，便要使人齐入于圣人之域。” ［１０］２５２这更明确

指出《大学》便是成圣之学，而且成圣之学必须从

《大学》入手。 这成为宋明理学成圣之学的主流学

说，也是阳明当时的正统学说。 既然成圣是阳明的

核心关怀，无论赞成或反对，他都不得不回应此一主

流学说，这便是为什么尽管他的义理结构契合《孟
子》，但在学术论辩上却必须重视《大学》。

朱子无疑是阳明《大学》诠释的主要对话者。
阳明在 ４７ 岁时刊刻古本《大学》，亲为《傍释》，并作

《大学古本序》；同年，他又刊刻《朱子晚年定论》
（１５１８ 年）。 顾名思义，《朱子晚年定论》明显是针

对朱子学的一个回应。 其实，阳明晚年的《大学》诠
释尤其是恢复“古本”的努力更是对朱子学的系统

回应。 《大学古本序》云：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

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旧本析而

圣人之意亡矣。 是故不务于诚意，而徒以格物

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

虚；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支
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 合之以敬而益缀，
补之以传而益离；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

章而复旧本，傍为之释，以引其义，庶几复见圣

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④

这段序文阐述了《大学》古本与朱子改本的两

点重要分别：第一，从本体论讲，阳明认为良知是唯

一本体。 朱子则有理气二元论的倾向⑤，“理”一方

面不离外在物质的“气”，这种意义的“理”是物质世

界的原理；另一方面也内在于 “心”，这种意义的

“理”是内在的道德理性。 朱子《大学章句》说“盖人

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必以“心
知”与“物理”相对，正是基于其理气二元论立场。
对于阳明而言，本体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良知。 因

此，“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 所

谓“本于致知”，即以良知本体为“致知”之本。
第二，从功夫论讲，阳明认为“致良知”是唯一

功夫。 他说：“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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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

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 ［１５］１０３阳明

认为，“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无非只

是“致良知”功夫发用或表现的差异罢了。 然而，朱
子却不能如此说。 从本体论讲，朱子只能说“心具

众理”，而不能说“心即理”。 在功夫论上，朱子必须

以主敬涵养和即物穷理双提并进，而不能单方面讲

主敬涵养。 因此，朱子要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
穷理二事。” ［１０］１５０以“居敬”与“穷理”并举，这是因

为朱子的“理”并非单纯的内在道德理性，也不是单

纯的物质世界的原理，而是兼而有之。 就《大学》诠
释而言，朱子以居敬涵养与格物致知并列，实际上是

以“诚意”“格物”为二；而阳明则以“诚意” “格物”
为一。 在阳明看来，“格物”倘若不本于“诚意”，则
是没有内在根据的支离的盲目行为，是为“支”；“诚
意”倘若不落实在“格物”中，则是脱离实践的虚无

的臆念知解，是为“虚”。 这表明，阳明《大学》诠释

的旨趣是将朱子诚意、格物的功夫二元论改造为诚

意的功夫一元论。
由此，阳明认定《大学》 “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

矣”，所以必须恢复古本。 阳明认为，朱子的《大学》
诠释完全偏离了《大学》古本的原意，朱子由此建立

的成圣之学也违背了圣人之意。 林庆彰恰当地指

出：“阳明对朱子不满，主张恢复《大学》古本，是教

人以孔门本真的古本作为成圣成德的指南。” ［１７］

结　 论

至此，本文可以有效解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从

发生学的观点解答王阳明经学思想的发生过程问

题；二是通过阳明心学义理结构的分析解答阳明心

学的经学奠基问题。
从发生学的观点看，阳明心学是以“成圣”为出

发点，以“圣即理”为根本前提，由“心即理”和“致良

知”两个命题建立其义理结构。 由前一命题建立的

是阳明心学的本体论，由后一命题开展的是阳明心

学的功夫论。 阳明的上述命题并非基于文献考证或

义理推演而获得的，而是从“百死千难”中体证来

的。 换言之，他并非有意基于经典来建构自己的心

学体系，而是体悟到上述两个命题的核心要旨后，转
而从经典中获得印证。 其中，阳明心学与《孟子》尤
相契合，并通过《孟子》获得印证。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阳明心学的义理结构与《孟子》吻合，都是基

于两个主要观念“心即理”和“集义”来建立其哲学

体系，只是阳明将“集义”修正为“致良知”。 第二，
阳明成学以后，正是由《孟子》获得经学上的义理印

证。 孟子有“本心”之说，阳明也有“心外无理” “良
知本体”之说；阳明讲“致良知”，更是直接取自孟子

“良知”之说。 就此而言，我们认为阳明心学的义理

结构尤其是他的本体论“确然是孟子之嫡系”。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掩盖阳明心学与《孟子》在

功夫论上的显著差异。 阳明认为，孟子“集义”的修

养功夫论只是针对告子的“因病立方”之说，并未明

确说明“义”的根据。 而且，孟子在“集义”之外又说

“养气”，也容易引起功夫二元论的嫌疑。 因此，就
功夫论而言，阳明实为孟子的修正者，而不能说“王
学是孟子学”。

阳明晚年特别重视《大学》，主要是出于两方面

的考虑。 一方面，他意识到孟子的功夫论具有模棱

两可的二元论嫌疑，与其一元论的本体论并不十分

协调，因此需要修正。 他认为《大学》的“致知”能够

较好地消除“集义”的功夫二元论，由此，他将《孟
子》的“集义”功夫论改造成《大学》的“致知”功夫

论。 另一方面，他认为朱子的《大学》改本偏离了

《大学》古本的成圣之学。 其理气二元论的《大学》
诠释试图在心外别寻一个“理”，这将使其本体沦为

虚妄；其“格物”补传将“诚意”与“格物”二元割裂，
则将使其功夫流于支离。 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考

虑，阳明认为恢复《大学》古本势在必行，同时需要

做新的诠释。
通过阳明心学义理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阳明心学早期由《孟子》获得印证是无意的契合，而
阳明心学晚期的《大学》诠释则是有意的建构。 正

如本文指出的，这种建构基于对孟子的修正与对朱

子的批判。 这样看来，阳明学不但不是朱子学，也不

全是孟子学，而是接受了朱子成圣之学“圣即理”的
前提与孟子“心即理”的本体论，并重建了以《大学》
古本为根据的功夫论。 这意味着，孟子与朱子都是

阳明的思想资源，也都是阳明的批判对象，因此，阳
明心学并非如陈荣捷所说只是对《孟子》和《大学》
的一种理论的“综合”，也并非如耿宁所说阳明是孟

子的后继者，孟子与朱子是“明儒思想中的两个对

立极” ［１８］ 。 确切地说，阳明心学经历了一个显著的

发生或演生的过程，其中既包含了对《孟子》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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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综合，也包含了对《孟子》和《大学》的批判。
鉴于阳明的成圣之学是由朱子学入手，则阳明心学

可说是由朱子《大学》改本的扬弃而契入《孟子》，再
由《孟子》的修正而上溯到《大学》古本，并最终以此

作为其经学的奠基与归宿。

注释

①儒家“理一分殊”之说始于程子，最初是为了区辨墨家的“兼爱”与
儒家的“仁”。 朱子继承此说，用来阐发“理”这一核心概念。 陈荣

捷：《朱熹》，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６２—６４ 页。 ②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阳明与朱子对于“理”的理解不同，朱子理解的

“理”既包括经验知识层面的理，也包括形而上的理。 用朱子的话

讲，就是“所以然”与“所当然”之理。 牟宗三将其简别为“形构之

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与“存在之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牟

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５ 册，台湾联经出

版公司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９２—１０５ 页。 阳明理解的“理”则并非经验知识

层面的理，而纯然是形而上的理。 因此，尽管阳明与朱子都认为“圣
人”即“理”的人格化与具体化，但朱子所理解的人格化与具体化包

括道德与才力两方面，而阳明则只包括道德。 ③“心即理”命题首见

于陆九渊：《与李宰书》，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１４９ 页。 “心外无理”命题首见于王守仁：《传习录》，吴
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７ 页。 ④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
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２７０—２７１ 页。 按：《大学古本原序》作于

正德十三年（１５１８ 年），《全集》所收《大学古本序》系嘉靖二年（１５２３
年）改作。 束景南：《王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５２５—５２６ 页。 ⑤这是学界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但个别学

者曾提出异议。 刘述先：《朱熹的思想究竟是一元论或是二元论？》，
《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６０７—６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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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大学》与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


